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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激励与民营经济创业
———来自“营改增”的证据

余泳泽　 陈　 建∗

　 　 摘要: 减税降费是释放民营经济活力的重要举措ꎮ 本文以“营改增”这一结构

性减税政策实施为例ꎬ从理论上厘清税收激励影响民营企业增长的内在机理ꎬ并构

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营改增”政策对民营经济创业的增长效应ꎮ 研究发

现ꎬ “营改增”政策实施显著促进了民营经济创业增长ꎮ 机制分析表明ꎬ“营改增”
政策主要通过减税形成的税收激励促进创业活动的增长ꎮ 减税对服务业占比高的

城市和非创业型试点城市的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的影响更强ꎮ 拓展分析表明ꎬ减税

的创业增长效应在受“营改增”政策影响较大、对企业税收依赖较强、财政自主权较

高以及出台较多创业配套政策的城市中得以增强ꎮ 本文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税收

激励的民营经济创业增长效应ꎬ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了启示ꎮ
关键词: 税收激励ꎻ民营经济ꎻ“营改增”ꎻ创业增长

中图分类号: Ｆ８１２.４２ꎻＦ２７６.５

一、引言

民营经济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ꎬ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助力科技自立自强、解决

民生就业问题和贡献财政税收来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当

下ꎬ民营经济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ꎬ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面都大有作为ꎮ 但近十余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却表现出阶段性

震荡和趋势性收缩的特征ꎬ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以及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接连

下滑ꎬ民营经济迎来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阵痛期(任晓猛等ꎬ２０２２)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发布的«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ꎬ从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和营商环境等方

面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政策支持ꎬ相关政策举措旨在打通民营经济发展的堵点和困点ꎬ
拓宽民营企业生存空间ꎮ

一直以来ꎬ减税降费都是政府减轻民营企业负担ꎬ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直接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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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士远等ꎬ２０２３)ꎬ但稳定的宏观税负是有效发挥政府职能的保证ꎬ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财力保障(杨灿明、詹新宇ꎬ２０１６)ꎮ 相对于疫情期间出台的大规模、普惠

性减税降费举措而言ꎬ在经济逐渐复苏的情形下更需要税收政策提质增效ꎬ实施目标导向和

问题导向相结合的结构性减税降费ꎬ从而实现既支持民营经济恢复ꎬ又能稳定宏观税负缓解

财政压力的目标ꎮ 因此ꎬ分析结构性减税政策形成的税收激励ꎬ对于提高民营经济创业增长

率ꎬ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显得尤为关键ꎮ
始于 ２０１２ 年的“营改增”政策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ꎮ 作为我国自分税制改

革以来规模最大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之一ꎬ实行“营改增”政策的重要目的就是“放水养鱼”ꎬ
扶持经营困难的企业ꎬ吸引新企业的进入ꎬ从而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倪红福等ꎬ２０１６)ꎮ 针对

服务业进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ꎬ由此纠正税制扭曲、形成减税效应ꎬ对于广泛分布于第三产

业的民营企业是积极的市场信号ꎬ为潜在民营企业进入提供了重要吸引力ꎮ 一方面ꎬ以小微

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面临较为严峻的外部环境ꎬ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创业成本ꎬ制约了民营

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刘现伟、文丰安ꎬ２０１８ꎻ刘志彪ꎬ２０１９)ꎮ 另一方面ꎬ民营企业的出资

人是自然人ꎬ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吕志军、王贞洁ꎬ２０２４)ꎬ更容易受到税收激励降低企业经

营成本的影响而进入市场ꎮ 相对而言ꎬ国有企业的成立不仅要考虑经济利益还要兼顾社会

效益ꎬ追求多元化目标(郭洪涛ꎬ２０１２)ꎻ外资企业的设立更多受制于市场准入和投资壁垒的

影响ꎬ对税收激励的反应并不明显(杨栋旭、于津平ꎬ２０２２)ꎮ “营改增”政策带来的税收激励

在民营经济中得到放大ꎬ尤其是面临发展困境时能减轻税收负担、提高潜在收益ꎬ有力化解

经营风险ꎮ 此外ꎬ民营企业体量小、经营灵活且独立性强ꎬ进入和退出的门槛较低ꎬ面对税收

激励更容易做出反应ꎮ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引起相当多的文献关注ꎬ其主要从金融市场环境、外部宏

观环境和政策制度环境等方面进行讨论ꎮ 关于金融市场环境ꎬ既有金融集聚和影子银行发

展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传统金融理论(张玄等ꎬ２０１９ꎻ张晶等ꎬ２０１９)ꎻ也有互联网资本和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数字金融观点(王文涛、曹丹丹ꎬ２０２０ꎻ葛和

平、吴倩ꎬ２０２２)ꎮ 关于外部宏观环境ꎬ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和宏观税负的趋势性会提升民营企

业的经营压力(于文超、梁平汉ꎬ２０１９ꎻ杨继生、黎娇龙ꎬ２０１８)ꎮ 关于政策制度环境ꎬ制度环境

优化和市场化程度提高可以扩大民营经济规模(马忠新ꎬ２０２１ꎻ程俊杰ꎬ２０１６)ꎬ社会失信环境

阻碍了民营企业的成长(余泳泽等ꎬ２０２０ａ)ꎮ 民营经济活动受市场环境制约ꎬ激励民营经济

创业更需要财税政策支持ꎮ 合理的政策工具组合是促进创新创业的重要抓手(汤临佳等ꎬ
２０２２)ꎬ创新创业政策和财税政策是支持创业活动尤其是小微企业创业的坚实保障(曲婉、冯
海红ꎬ２０１８ꎻ吴翌琳、黄筝ꎬ２０１８)ꎮ 税收负担会抑制创业活动ꎬ普惠性减税降费则可以通过降

成本和稳预期发挥创业激励效应(冯海波、周懿ꎬ２０１９ꎻ梁季等ꎬ２０２２)ꎮ ２０１７ 年美国政府实

施«减税和就业法案»产生的减税刺激了新企业的进入ꎬ使得公司数量和总产出大幅增加

(Ｓｅｄｌ􀆦ｃｅｋ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ｋꎬ ２０１９)ꎮ 尽管相关文献也认识到税负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ꎬ但更多运

用财税政策支持民营经济创业和民营企业增长的建议仅限于讨论性研究ꎬ缺乏检验减税降

费尤其是结构性减税促进民营经济创业的经验性证据ꎮ
相关研究重视通过降低民营企业税负和免除民营企业费用等减税降费政策推动巨量小

微企业发展(任晓猛等ꎬ２０２２ꎻ潘士远等ꎬ２０２３)ꎬ但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尚未给出减税促进民营

经济创业的实证证据ꎬ也没有分析税收激励民营经济创业的内在机理ꎮ 相较于民营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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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政策支持ꎬ税收激励能够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ꎬ减轻企业的经营压力ꎬ直接提供盈利预

期ꎮ 尤其是在税制改革中产生的减税具有长期稳定的特点ꎬ能够提供积极稳定的激励ꎮ 因

此ꎬ研究“营改增”政策对于民营企业增长的影响ꎬ对于财税政策适度加力ꎬ提质增效以及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ꎮ 为此ꎬ本文基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地级市层面

数据ꎬ利用“营改增”冲击ꎬ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从地方政府税收激励角度识别“营改增”
政策的民营经济创业效应ꎮ 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ꎬ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１)从税收激

励的角度丰富和拓展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ꎮ 本文以“营改增”试点政策作为研究对

象ꎬ从城市层面考察了“营改增”结构性减税的民营经济创业效应ꎬ有助于进一步深化税制改

革ꎬ以税收激励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供现实依据ꎮ (２)在理论层面厘清了税收激励促进

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的具体机制ꎮ 强调减税能够为民营企业进入带来更强的吸引力和减轻民

营企业创业的外部环境压力ꎬ为充分发挥税收激励的民营经济创业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撑ꎮ
(３)在实证层面有效识别“营改增”政策对不同城市的异质性影响ꎮ 从产业结构和城市类型

角度分析结构性减税带来的创业增长差异ꎬ以此为促进结构性减税精准有效发力ꎬ进一步释

放减税带来的民营经济创业效应提供思路ꎮ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机制

(一)政策背景

“营改增”是我国自分税制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财税改革之一ꎬ其主要目的是打通和延

伸税款抵扣链条ꎬ消除营业税和增值税并存带来的重复征税问题ꎮ 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
我国开始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ꎬ逐步将此前征收营业税的服务

业改征增值税ꎮ ２０１２ 年初ꎬ上海市率先开始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改增”
试点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 １２ 月ꎬ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分 ４ 批次扩大至北

京市、江苏省和安徽省等 ８ 个省市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起ꎬ全国范围内铺开交通运输业和部分

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ꎬ同时将广播影视服务纳入试点范围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ꎬ铁路运

输和邮政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营改增”试点ꎬ６ 月 １ 日ꎬ电信业也被纳入“营改增”试点行

业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ꎬ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ꎬ并将所有企

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ꎮ 至此ꎬ所有营业税所涉行业均完成“营改增”转变ꎮ
虽然“营改增”过程艰难ꎬ但改革取得的减税成绩斐然ꎮ “营改增”减税效果主要来自两

方面:一是试点企业主要是服务业因税制转换产生的税负下降ꎮ 服务业此前以企业营业额

为税基缴纳营业税ꎬ改革后以增值额为税基缴纳增值税ꎬ虽然税率有所不同ꎬ但企业购买固

定资产和办公耗材等的支出可以进行进项抵扣ꎬ税基大为缩减ꎮ 此外ꎬ为保证改革后试点行

业总体税负不会增加ꎬ新增了分别适用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 １１％和 ６％两档低

税率ꎬ新增的税率均取自试点行业营业税实际税负转换为增值税税率水平区间的最低值ꎮ
二是非试点企业因增加抵扣减少重复征税ꎮ 改革后制造业企业购买服务支出可以进行进项

税额抵扣ꎬ相较此前不能抵扣而重复征税的情况也会减轻企业税负ꎮ 另外ꎬ针对部分纳税人

因试点范围有限和中间投入比率低等出现税负增加情况ꎬ凡是进行试点的地区均出台相应

的财政扶持政策ꎬ对发生实际税负有所增加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ꎮ 自 ２０１２ 年起

实施“营改增”至 ２０１７ 年中已累计减税 １.６１ 万亿元ꎬ尤其是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全面推开“营
改增”后减税力度更是空前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直接减税 ８５００ 多亿元ꎬ实现所有行业税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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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不增ꎮ
(二)理论机制

“营改增”政策能够带来积极的减税效果ꎬ对于广泛分布于服务业的民营企业有着显著

的激励作用ꎮ 在税收激励方面ꎬ“营改增”政策能够有效解决服务业存在的重复征税问题ꎬ打
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抵扣链条ꎬ纠正“税收非中性”的状态ꎬ降低宏观层面的税负ꎮ 虽然

“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存在行业差异和滞后性ꎬ小部分企业实际税负可能增加ꎬ但改革从整体

上减轻了试点行业的税负ꎬ尤其是针对小规模纳税人企业具有明显的减税效应(李艳艳等ꎬ
２０２０)ꎮ 在受益对象上ꎬ“营改增”试点行业主要为生产性服务业ꎬ而后推行至生活性服务业

等所有行业ꎬ涉及行业更靠近下游产业ꎮ 即使是最初偏向中间层次的生产性服务业试点ꎬ也
可以通过税收抵扣链条减少重复征税ꎬ降低下游企业成本支出(张静、贺颖ꎬ２０２３)ꎮ 同时ꎬ
“营改增”政策允许小规模纳税人依照简易办法征税ꎬ为小微企业带来了更大程度的减税ꎮ
因此ꎬ“营改增”产生的减税效应更直接地使广泛分布于服务业中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受

益ꎬ所产生的税收激励也更加明显ꎮ
具体而言ꎬ企业进入往往受到企业税负的负面影响ꎬ当减少营业税这类流转税时ꎬ则能

有效激励创业资本投资(Ｄｊａｎｋｏｖ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ꎻＤａ Ｒ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ꎻＫｉｔａｏꎬ２００８)ꎮ “营改增”政
策削弱了营业税和增值税两种流转税并存的税制扭曲ꎬ增值税抵扣链条延伸将服务业增值

税纳入抵扣范围ꎬ不仅增加了服务业外包需求ꎬ扩大了市场规模ꎬ也激励了集团企业剥离服

务部门ꎬ进而成立新的服务业企业(汪殊逸等ꎬ２０２４)ꎮ 同时ꎬ针对潜在的企业家群体而言ꎬ是
否开展创业活动取决于创业可行性和创业回报(Ｄａｒｎｉｈａｍｅｄａｎ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ꎮ “营改增”政策

实施提高了要素边际回报ꎬ增加了企业留存利润ꎬ能够扩大民营经济创业者的收益ꎬ吸引民

营企业进入ꎮ 不仅如此ꎬ税收优惠带来的获得感有效提升了民营企业家信心ꎬ为恢复民营经

济发挥了重要的预期改善作用(万海远等ꎬ２０２４)ꎮ “营改增”要求对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

增”的政策宗旨提供了乐观信号ꎬ增强了企业发展预期ꎬ提升了市场主体经营信心ꎬ有助于形

成良好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ꎮ
此外ꎬ在民营企业发展面临诸多约束条件的情况下ꎬ税收激励能够极大缓解民营企业发

展问题ꎬ降低民营创业者的外部环境阻力ꎮ 作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创新创业水平的重要因素ꎬ
税负对于以小微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而言压力更大(余泳泽等ꎬ２０１７)ꎮ 在高融资约束的

现实困境中ꎬ民营企业常常缺乏足够的闲置资金和财务灵活性ꎬ缴纳税款成为部分民营企业

重要的成本负担ꎮ 在较大的税负压力下ꎬ民营企业可能存在较强的寻租避税动机ꎬ影响了公

平竞争环境的塑造ꎬ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ꎮ 同时ꎬ税负压力过大还会给民营企业带来较强的

流动性约束ꎮ 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表明ꎬ流动性约束会显著降低创业者创业概率(尹志超

等ꎬ２０２０)ꎮ 要素资源的获取劣势是抑制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ꎬ由于民营企业尤其是中

小民营企业本身要素获取成本高、难度大ꎬ进一步限制了其生存发展空间ꎮ 作为大规模减税

政策ꎬ“营改增”政策能够显著减少民营企业用于缴纳税收的现金支出ꎬ缓解其流动性约束ꎬ
改善其资源可得性和生产要素成本ꎬ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机会ꎬ进而提升了民营企业创业意

愿和成功概率ꎮ
基于上述政策背景和理论分析ꎬ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营改增”作为结构性减税政策ꎬ能够对民营企业产生税收激励ꎬ促进民营经

济创业增长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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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作为财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环节ꎬ始于 ２０１２ 年的“营改增”试点政策更多是外生于民营

经济创业行为的政策冲击ꎬ可以将其视为一次税收激励的准自然实验ꎮ 考虑到“营改增”试
点政策分批次扩大到全国范围ꎬ为科学探讨试点政策对地区民营经济创业的影响ꎬ本文设定

以下渐进双重差分回归模型:
ｅｎｔｉꎬｔ ＝ α ＋ βｒｅｆｏｒｍｉꎬｔ ＋ γＸ ｉꎬｔ ＋ ｃｉｔｙｉ ＋ ｙｅａｒｔ ＋ εｉꎬｔ (１)

(１)式中:ｅｎｔｉꎬｔ表示 ｉ 城市 ｔ 年度的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ꎬｒｅｆｏｒｍｉꎬｔ表示“营改增”的 ０—１ 变

量ꎬＸ ｉꎬｔ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ꎬｃｉｔｙｉ为不可观测的城市固定效应ꎬｙｅａｒｔ为年份固定效应ꎬ εｉꎬｔ 为

随机扰动项ꎮ 估计系数 β 度量了“营改增”政策前后对城市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冲击的平均

差异ꎬ若所得到的估计值 β^ >０ 且在统计上显著ꎬ表明与“营改增”政策实行前相比ꎬ试点政策

的推行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ꎮ
(二)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

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ｅｎｔ):本文采用城市新注册民营企业数量的增长率ꎬ即用该城市

本年度新注册民营企业数量的增量与上年度新注册民营企业数量的比值来衡量城市民营经

济创业增长情况ꎮ 使用增长率评估城市民营经济创业情况ꎬ在去除规模效应和消除区域差

距的基础上ꎬ能够清晰反映财税改革的长期性带来的创业累积效应ꎬ更加真实地反映税收激

励的影响效果ꎮ 基于对比和稳健性考虑ꎬ本文也呈现了没有经过去规模化处理的地区新注

册民营企业数(ｐｎｕｍ)的回归结果ꎮ
２.解释变量

“营改增”改革( ｒｅｆｏｒｍ):本文将“营改增”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ꎬ以 ｒｅｆｏｒｍ 表征

“营改增”改革ꎮ 具体地ꎬ如果 ｉ 城市在 ｔ 年推行“营改增”试点ꎬ则 ｒｅｆｏｒｍ 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ꎮ
虽然“营改增”政策最终在全国推行ꎬ但不同批次的城市推行的年份并不相同ꎮ 由于改革的

开始时间具体到月份ꎬ而实证过程以年为单位ꎬ考虑到政策效果存在时间滞后性ꎬ本文将上

海市的改革时间定义为 ２０１２ 年ꎬ改革始于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省市的改革时间定义为 ２０１３ 年ꎬ
即北京市、江苏省和安徽省等 ８ 个省市的改革时间定义为 ２０１３ 年ꎬ其余省市的改革时间定

义为 ２０１４ 年ꎮ
３.控制变量

结合已有研究(白俊红等ꎬ２０２２)的做法ꎬ本文还控制了潜在可能影响民营经济创业增长

的其他变量ꎮ 具体包括:(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ｌｎａｇｄｐ)ꎮ 本文采用人均 ＧＤＰ 取对数来刻

画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ꎬ以缓解极端值和异方差问题ꎮ (２)产业结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ꎮ 本文采用

产业结构指数衡量城市的产业结构ꎬ公式为: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ｉｎｄｋ × ｋ(ｋ ＝ １ꎬ２ꎬ３) ꎬ其中 ｉｎｄｋ 表

示第 ｋ 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ꎮ (３)金融发展程度( ｆｉｎａｎｃｅ)ꎮ 鉴于我国银行业在金融体

系中占据主导地位ꎬ其活动可以较好地反映金融发展程度ꎬ本文采用年末地方金融机构各项

贷款余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衡量当地的金融发展程度ꎮ (４)市场化程度(ｍａｒｋｅｔ)ꎮ 本文采用

ＧＤＰ 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反向刻画城市的市场化程度ꎮ ( ５) 互联网普及率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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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ꎮ 本文采用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衡量城市的互联网普及率ꎮ
(三)数据说明

本文选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全国 ２８０ 余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ꎬ分析税收激励对民营经济创
业的影响效应ꎮ 其中新注册民营企业数通过搜集整理企业工商注册信息获得ꎬ控制变量及

财政税收相关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 ＥＰＳ 数据库ꎬ部分缺失数

据由相关城市统计年鉴和财政决算报表补充ꎮ
为了对样本期内各城市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以及潜在影响民营经济创业的各控制变量

有一个直观的认识ꎬ本文对上述变量做描述性统计分析ꎬ具体结果见表 １ꎮ 可以注意到ꎬ样本

中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的均值为 ０.１５５ꎬ最小值为－０.６８８ꎬ最大值为 ４.０６３ꎬ不同地区的民营

经济创业数量的增长率具有显著差异性ꎮ 具体来看ꎬ无论是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还是新注

册民营企业总数ꎬ“营改增”后的样本均值都直观上大于“营改增”前的样本均值ꎬ且相对变

化较为明显ꎮ 当然“营改增”前后的时间不同ꎬ各控制变量以及其他未观测到的因素都可能

有不同程度的变化ꎬ民营企业扩张行为愈加活跃是否为政策影响的结果ꎬ需待下一步模型验

证ꎮ

　 　 表 １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ｐｎｕｍ 新注册民营企业数量 ２２５０ ２８２３３ ３３８３６ ６３２ ３７０８３２
ｅｎｔ 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 ２２５０ ０.１５５ ０.２３１ －０.６８８ ４.０６３
ｐｎｕｍ( ｒｅｆｏｒｏｍ＝ ０) 新注册民营企业数量 １３１７ ２１０２７ ２２０１２ ６３２ ２１１７９３
ｐｎｕｍ( ｒｅｆｏｒｏｍ＝ １) 新注册民营企业数量 ９３３ ３８４０５ ４３６０９ １３５０ ３７０８３２
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ｏｍ＝ ０) 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 １３１７ ０.１２４ ０.２１０ －０.４９９ １.５１９
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ｏｍ＝ １) 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 ９３３ ０.１９９ ０.２５１ －０.６８８ ４.０６３
ｒｅｆｏｒｍ “营改增”虚拟变量 ２２５０ ０.４１５ ０.４９３ ０ １
ｌｎａｇｄｐ 经济发展水平 ２２５０ １０.４７６ ０.６２０ ８.４１０ １３.０５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产业结构 ２２５０ ２.２４７ ０.１３８ １.８３１ ２.７９７
ｆｉｎａｎｃｅ 金融发展程度 ２２５０ ０.８５４ ０.５２１ ０.１３２ ７.４５０
ｍａｒｋｅｔ 市场化程度 ２２５０ ６.４６２ ２.６９７ ０.４５０ ２２.７８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互联网普及率 ２２５０ １５.９３８ １７.２１２ ０.００６ ３６６.３５３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识别“营改增”试点政策对城市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的影
响ꎮ 表 ２ 报告了基本的回归结果ꎮ 其中ꎬ第(１)列是未考虑控制变量及城市和年份固定

效应的估计结果ꎬ第(２)列控制了城市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ꎬ在第(１)、(２)列的

基础上加上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分别得到第(３)、(４)列的估计结果ꎮ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

无论在哪种情形下ꎬ模型中估计的“营改增”改革的系数均显著为正ꎬ一定程度上表明与

尚未推进“营改增”试点的城市相比ꎬ“营改增”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民营经济创

业ꎮ 如前文所述ꎬ这可能是“营改增”试点使得企业税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ꎬ给予潜在民

营企业家更充分的创业动机ꎬ促进了城市民营经济创业的增长ꎬ表现为税收激励的民营经

济创业效应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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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ｒｅｆｏｒｍ
０.０７４∗∗∗ ０.１４０∗∗ ０.０９２∗∗∗ ０.１４０∗∗

(７.４１) (２.４０) (８.２８) (２.４１)

ｌｎａｇｄｐ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５
(－３.２４) (０.８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７１ ０.５５６∗∗∗

(１.３２) (２.９７)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１.０７) (－０.６７)

ｍａｒｋｅ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１.６４) (０.８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２) (１.５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１２５∗∗∗ ０.２１７∗∗∗ ０.３９６∗∗∗ －１.５０３∗∗

(２１.７５) (１４.７３) (３.５７) (－２.０１)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 ２２８２ ２２８２ ２２５０ ２２５０
Ｒ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９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ꎬ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对应的 ｔ 值ꎮ 下表
同ꎮ

(二)平行趋势检验和动态效应分析

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评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满足平行趋势假定ꎬ即在没

有进行“营改增”改革前ꎬ处理组和控制组城市在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上保持一个大致相同

的变化趋势ꎬ否则难以判断政策前后的差异是否为政策冲击的结果ꎮ 因为各城市推进“营改

增”试点的时间不一致ꎬ需要为每个城市设定实施“营改增”试点政策相对时间值的虚拟变

量ꎮ 为此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ꎬ构造以下模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ｅｎｔｉꎬｔ ＝α＋ ∑ ４

ｎ≥－３ꎬｎ≠－１
βｎｒｅｆｏｒｍｎ

ｉꎬｔ＋γＸ ｉꎬｔ＋ｃｉｔｙｉ＋ｙｅａｒｔ＋εｉꎬｔ (２)

(２)式中:时间虚拟变量 ｒｅｆｏｒｍｎ
ｉꎬｔ为各城市推行政策前后年份的观测值ꎬ在对应城市进行“营

改增”试点的第 ｎ 年取值为 １ꎬ其余年份取值为 ０ꎮ 本文选取的样本观测期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ꎬ最先作为试点城市推行“营改增”的上海市在 ２０１２ 年开始实施ꎬ没有多于－３ 期的样本

值ꎬ因此模型中只设定了改革前 ３ 期的时间虚拟变量ꎬ其他城市多于改革前 ３ 期的时间归并

至－３ 期ꎮ 即以“营改增”改革的前 １—３ 期的时间虚拟变量作为参考年份进行政策发生前的

平行趋势检验ꎮ 同时为避免产生多重共线性的影响ꎬ以政策推行的前一期作为基期来考察

“营改增”的政策效应ꎮ 结果如图 １ 所示ꎬ在政策推行前相对时间虚拟变量估计系数置信区

间显著包含 ０ꎬ表明以改革前一期为基准ꎬ在政策发生前ꎬ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创业增长率方面

并没有显著差异ꎬ即本文设立的基准回归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定ꎮ 在政策推行后ꎬ当年的估

计系数显著提升ꎬ表明试点政策带来了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的上升ꎮ 同时注意到ꎬ在政策推

行后几年的时间ꎬ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ꎬ表明综合各类影响民营经济创业行为的因素ꎬ试点

政策的民营经济创业增长效应并不稳定ꎬ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基本论证结果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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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 １ 实心点的上下实线表示 ９５％的置信区间ꎮ

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

(三)反事实检验

为了检验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营改增”政策带来的税收激励对民营经济创业增长效

应的有效性和稳健性ꎬ本文采用假定政策推行时间的办法进行反事实检验ꎮ 本文分别假设

“营改增”在真实试点的前一年和后一年发生ꎬ此时如果虚设的政策时间估计系数显著为正ꎬ
则表明改革的净效应不是来自“营改增”ꎬ而是由其他因素导致ꎬ即可能存在除了“营改增”
之外的其他政策或随机性因素导致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的差异ꎮ 反之如果系数不显著ꎬ则
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结论ꎮ 具体而言ꎬ本文分别假定“营改增”试点的起始年份为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ꎬ各批次试点城市顺序不变ꎬ按照之前的定义ꎬ令各地在虚设的政策时间之前的年份

取值为 ０ꎬ其余为 １ꎬ继而观察回归结果ꎮ 表 ３ 报告的相关结果表明ꎬ两个回归的估计系数均

不显著ꎬ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其他因素导致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差异的可能性ꎬ证实了“营改

增”政策对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的正向影响ꎮ

　 　 表 ３ 　 　 反事实检验结果

变量
ｅｎｔ

(１) (２)

政策提前一年
－０.０１７
(－０.７２)

政策推迟一年
－０.００４
(－０.１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２５０ ２２５０
Ｒ２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１

更一般地ꎬ本文为每一个城市样本随机抽取样本期内时间作为政策时间进行安慰剂检

验ꎬ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是否受到某些不可控因素的干扰ꎮ 具体地ꎬ采取对“营改增”政策实

施年份虚拟变量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ꎬ即为每个城市随机设置实施“营改增”政策年份ꎬ１０００
次随机抽样的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 ２ 所示ꎮ 安慰剂检验结果表明ꎬ“营改增”政策实施年份

虚拟变量在抽样中的回归系数及其对应的 ｐ 值均呈现均值为 ０ 的正态分布的特征ꎬ且 ｐ 值

大多高于 ０.１ꎬ注意到本文的真实估计系数约为 ０.１４ꎬ显著异于安慰剂检验的结果ꎮ 这也一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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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表明ꎬ本文的估计结果没有明显受到非观测城市特征等潜在因素的影响ꎬ从反事实

角度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ꎮ

图 ２　 安慰剂检验

(四)稳健性检验

１.基于 ＰＳＭ－ＤＩＤ 的检验

尽管双重差分的方法可以分离出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ꎬ但由于推行“营改增”试点的省

市顺序并非随机挑选ꎬ不同城市推进试点政策是因为试点城市符合某些特性ꎬ存在与后试点

城市不一致的初始条件ꎬ而这样的差异有可能影响每个城市的民营经济创业ꎮ 即该试点政

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实验ꎬ所以在评估其政策效应的时候可能存在选择偏差的问题ꎮ
为此ꎬ本文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ＰＳＭ－ＤＩＤ)进行检验ꎬ以尽可能控制不

可观测但不随时间变化的组间差异ꎬ进一步缓解样本自选择带来的内生性问题ꎮ 具体地ꎬ考
虑将包括经济总量(ＧＤＰ 取对数)、产业结构、财政收入结构(税收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比值)在内的因素作为匹配变量ꎬ在匹配效果较好的基础上估计“营改增”政策对民营经

济创业增长率的影响ꎮ 表 ４ 第(１)列满足共同支撑条件的截面 ＰＳＭ 估计结果表明ꎬｒｅｆｏｒｍ 的

系数为 ０.１４０ 且显著ꎬ与基准回归结果无实质差别ꎬ这进一步表明“营改增”试点政策对城市

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的激励效应是稳健的ꎮ
２.替换被解释变量指标

衡量地区创业水平的指标通常会进行一定的去规模化处理ꎬ为了便于比较和阐述边际

效应ꎬ本文尝试采用没有经过去规模化处理的新注册民营企业数量直接刻画民营经济创业

情况ꎮ 为使其更加接近正态分布和同方差的假定ꎬ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ꎬ回归结果如表 ４ 第

(２)列所示ꎮ 结果表明“营改增”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的新注册民营企业数量ꎬ改革进

行后城市民营企业创业数量增长了 ５.２％ꎬ对城市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产生了重要的激励效

应ꎬ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ꎮ
３.调整样本

第一ꎬ扩充样本期ꎮ 前文基准回归的样本考察期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ꎬ试点政策实施的时

间跨度不大ꎬ为此本文选择在原有样本时间区间内往前和往后继续扩充两年ꎬ考察试点政策

实施的长期效果是否稳健ꎬ检验结果如表 ４ 第(３)列所示ꎮ 回归结果表明ꎬ“营改增”的估计

系数依然显著ꎬ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ꎮ 第二ꎬ缩尾处理ꎮ 根据描述性统计ꎬ被解释变量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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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创业增长率和控制变量如经济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存在明显离群值ꎬ离群值的存

在可能使估计结果有偏ꎮ 因此ꎬ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１％分位双边缩尾ꎬ在剔除极

端值的影响后ꎬ其最后报告的回归结果如表 ４ 第(４)所示ꎮ 回归结果表明ꎬ试点政策带来的

税收激励对民营经济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ꎮ 本文结论稳健成立ꎮ
４.省份层面聚类

尽管基准回归中已经控制了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ꎬ但考虑到“营改增”试点是在省份

层面推进ꎬ同省份城市均在同一年受到改革影响ꎬ也即意味着误差项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

性ꎮ 为了更好地反映改革影响的真实变化ꎬ本文继续将标准误聚类在更高层级的省份层面ꎬ以
使估计系数尽量无偏ꎮ 表 ４ 第(５)列的估计结果依然显著为正ꎬ同样支持了本文的基本结论ꎮ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ｅｎｔ ｌｎｐｎｕｍ ｅｎｔ ｅｎｔ 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 ０.１４０∗∗ ０.０５２∗ ０.１４４∗∗ ０.０８５∗∗∗ ０.２０６∗∗

(２.４０) (１.７４) (２.４８) (３.０６) (２.３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１７６ ２２５０ ３３３４ ２２５０ ２２４１
Ｒ２ ０.０９０ ０.７６３ ０.０９２ ０.１０４ ０.０６８

５.异质性处理效应

考虑到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政策效果时ꎬ可能会由于存在处理效应的异质性而产生

显著的估计偏误ꎮ 即渐进双重差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仅考虑了政策从无到有的情况ꎬ由于

可能存在负权重ꎬ估计系数可能有负值ꎬ这意味着ꎬ当负权重占比较大时ꎬ估计的结果可能并

不稳健ꎮ 为解决该异质性问题ꎬ借鉴 Ｄｅ Ｃｈａｉｓｅ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Ｄ’Ｈａｕｌｔｆｏｅｕｉｌｌｅ (２０２０)的方法ꎬ用
ＤＩＤＭ 估计量分析状态转换的即时处理效应ꎬ结果显示“营改增”对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的政

策效果为 ０.１４３ꎬ此结果与原估计结果 ０.１４０ 差异不大ꎬ一定程度上说明潜在的异质性处理对

于本文的估计结果并无实质性影响ꎮ 另外ꎬ本文采用 Ｃａｌｌａｗａｙ 和 Ｓａｎｔ’Ａｎｎａ(２０２１)的方法ꎬ
将尚未接受处理个体作为控制组ꎬ估计“营改增”政策激励民营经济创业的组别－时期平均

效应ꎬ基于逆概率加权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双重稳健 ＤＩＤ 估计量为 ０.１１２ꎮ 虽然以上两种估计

量在计算过程中损失部分样本ꎬ但其得到的估计结果仍然与基准回归结果接近ꎬ即表明本文

估计的结果是稳健的ꎮ
６.排除其他政策干扰①

为准确识别“营改增”试点政策是产生民营经济创业增长效应的主要政策影响因素ꎬ本
文进一步排除其他相关政策对民营企业创业行为的影响ꎮ 在样本考察期内ꎬ国家创新型城

市试点政策正逐渐推广ꎬ而此类创新驱动政策可以直接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白俊红

２１

①同时关注到ꎬ２００９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国家级创建创业型城市名单ꎬ但其后并未有进一步

扩展变化ꎬ因此在模型中加入城市固定效应能够缓解其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ꎮ 随着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关于大

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的发布ꎬ相关政策举措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推广ꎬ理论

上在估计模型中加入年份固定效应可以抑制该事件对本文政策效应识别的干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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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ꎬ２０２２)ꎮ 同时 ２０１４ 年开始逐渐推进落实的“宽带中国”战略也体现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的创业效应(温永林、张阿城ꎬ２０２３)ꎮ 为排除以上政策可能对民营企业增长存在的潜在影

响ꎬ本文将这两项政策作为外生冲击事件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具体地ꎬ在基准回归模型中依次

加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和“宽带中国”试点这两项政策实施的年份虚拟变量ꎬ以尽量控制

其对估计结果的影响ꎬ结果如表 ５ 第(１)、(２)列所示ꎮ 从结果可以发现ꎬ在控制了这两项政

策以后ꎬ“营改增”试点政策这一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ꎬ一定程度上说明“营改

增”试点具有明显的民营经济创业增长效应ꎮ

　 　 表 ５ 　 　 排除政策干扰的回归结果

变量
ｅｎｔ

(１) (２)

ｒｅｆｏｒｍ ０.１３６∗∗ ０.１４１∗∗

(２.３８) (２.４３)

创新城市
０.０８９∗∗∗

(３.３５)

宽带中国
０.０２５
(１.３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２５０ ２２５０
Ｒ２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１

(五)中间机制检验

为了检验“营改增”政策产生减轻企业税负效果的可能性ꎬ本文构建以下双重差分以及

三重差分模型评估“营改增”政策对企业税负的影响ꎮ 模型设定如下:
ｔａｘｍꎬｊꎬｔ ＝α＋βｒｅｆｏｒｍｍꎬｔ＋γＸｍꎬｊꎬｔ＋ｆｉｒｍ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ｙｅａｒｔ＋εｍꎬｊꎬｔ (３)
ｔａｘｍꎬｊꎬｔ ＝α＋β０ｒｅｆｏｒｍｍꎬｔ×ｔｒｅａｔ ｊꎬｔ＋β１ｒｅｆｏｒｍｍꎬｔ＋β２ ｔｒｅａｔ ｊꎬｔ＋γＸｍꎬｊꎬｔ＋ｆｉｒｍ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ｙｅａｒｔ＋εｍꎬｊꎬｔ

(４)
(３)、(４)式中:下标 ｍ 表示企业ꎬｊ 表示行业ꎬｔ 表示年份ꎮ ｔａｘｍꎬｊꎬｔ表示企业总税负ꎬ以现金流

量表中企业支付的各项税费除去税费返还后的金额占营业收入比重衡量ꎮ ｒｅｆｏｒｍｍꎬｔ表示 ｍ
企业所在城市 ｔ 年是否实行“营改增”改革ꎮ 由于试点行业和试点城市并非同时推进ꎬ当“营
改增”政策在原先部分行业、部分城市实施并推广到全国后ꎬ又逐渐纳入更多的试点行业ꎬ直
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所有营业税所涉行业均完成“营改增”转变ꎬ因此设置 ｔｒｅａｔ ｊꎬｔ表示 ｊ 行业 ｔ
年是否被纳入到营改增的范围ꎮ Ｘｍꎬｊꎬｔ 表示控制一系列微观企业层面可能与企业税负相关的

控制变量ꎬ主要包括企业规模(总资产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固定

资产比率(固定资产与总资产之比)、存货密集度(存货与总资产之比)、盈利能力(净利润与

总资产之比)、企业年龄(统计年份与注册年份之差加 １)、市场价值(托宾 Ｑ 值)、第一大股

东持股比例ꎮ ｆｉｒｍｍ表示企业个体固定效应ꎻ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表示行业固定效应ꎻｙｅａｒｔ表示年份固定

效应ꎻεｍꎬｊꎬｔ表示随机扰动项ꎮ 同时剔除固定资产比率为 ０、净利润率大于 １ 或小于－１、存货密

集度大于 １ 或小于 ０ 以及企业总税负大于 １ 的样本ꎬ剔除样本期内 ＳＴ、∗ＳＴ 和金融行业样

本ꎮ 样本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全部 Ａ 股上市公司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ꎮ
由于前文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ꎬ为保持一致性在此呈现试点城市和推进年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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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双重差分的结果ꎮ 同时已有研究(范子英、彭飞ꎬ２０１７)表明ꎬ“营改增”改革没有在全国各

行业全面推广之前ꎬ减税效应总体上是不显著的ꎮ 本文得到同样的结论ꎬ结果见表 ６ 第(１)
列ꎮ 但考虑到改革不仅在城市层面是渐进的过程ꎬ在行业内层面也是逐步推广且慢于城市ꎬ可
以认为减税的过程也是逐渐传递到行业继而体现为企业个体的减税效应ꎮ 因此ꎬ本文在双重

差分的基础上不加入企业固定效应ꎬ而只加入行业固定效应ꎬ得到的结果如表 ６ 第(２)列所示ꎬ
可以发现“营改增”改革的减税效应更快地反映到了行业上ꎬ结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ꎮ

为了更加精准地刻画“营改增”过程中体现的减税效果ꎬ本文继续使用三重差分模型ꎬ将
改革试点行业进程加入模型中ꎬ更加精准地估计“营改增”改革能否减轻试点行业的企业税

负ꎬ结果见表 ６ 第(３)列ꎮ 结果表明“营改增”政策确实通过完善增值税的抵扣链条ꎬ避免了

对试点行业企业的重复征税ꎬ体现出“营改增”政策的减税效应ꎮ 本文将样本企业区分为民

营企业和国有企业ꎬ进一步分析“营改增”政策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的减税效应差异ꎬ结果

分别如表 ６ 第(４)、(５)列所示ꎮ 结果表明“营改增”政策在民营企业具有更大程度上的减税

效果ꎬ且民营企业减税程度为国有企业的近两倍ꎮ 也即在主要以大规模企业为主的上市企

业中ꎬ“营改增”带来的结构性减税政策让民营企业受益更深ꎬ在受到具有倾向性的结构性减

税和更明显的税收激励下ꎬ民营经济得以发展壮大ꎮ

　 　 表 ６ 　 　 中间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ｔａｘ

(１) (２) (３) (４) (５)

ｒｅｆｏｒｍ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５６) (－３.４３) (１.１２) (１.６３) (－０.１５)

ｔｒｅａ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８２) (０.１１) (０.４３)

ｒｅｆｏｒｍ×ｔｒｅａ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

(－３.９１) (－３.４８) (－２.０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４８９１ １４８９１ １４８９１ ７３０３ ６７７０
Ｒ２ ０.０５６ ０.４３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０

(六)异质性分析

１.产业结构差异

“营改增”先行试点的行业主要是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ꎬ而后逐渐扩展到其他

服务业ꎮ 改革后企业可以将中间投入从纳税中扣除ꎬ从产业关联的视角来看ꎬ“营改增”带来

的减税效应主要降低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总体税负ꎮ 但作为结构性减税改革ꎬ第三产

业的税负降低效应无疑更为明显(孙正ꎬ２０１７)ꎮ 因此ꎬ第三产业占比越高的城市受到改革的

减税效应影响应该越大ꎬ对创业的税收激励也越强ꎮ 同时相较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ꎬ民营

企业在服务业的活力更强ꎬ也更容易形成相应的产业集聚ꎮ 本文根据各城市产业结构情况ꎬ
按照服务业占比中位数将城市划分为服务业占比较低的城市和服务业占比高的城市ꎬ考察

减税激励在不同产业结构类型方面促进民营企业增长的差别ꎮ 表 ７ 第(１)、(２)列回归结果

表明ꎬ税收激励民营经济创业增长效应在服务业占比低的城市不显著ꎬ而在服务业占比高的

城市则表现出减税对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的直接带动作用ꎮ
４１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２.城市类别差异

２００９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展了首批国家创业型城市创建工作ꎬ除四个直辖市外ꎬ
各省份均有获批的试点城市ꎮ 创业型城市建设一方面以放宽市场准入和简化行政审批的方

式降低民营经济创业的制度成本ꎬ另一方面通过各类政策支持缓解了民营经济创业融资约

束(曾婧婧、温永林ꎬ２０２１)ꎮ 在“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前进行的创业型城市建设向潜在入场

的民营企业家释放了积极的利好信号ꎬ以税收优惠、资金补贴、市场准入以及设置创业孵化

基地等方式引导创业行为ꎬ各类扶持政策同样为民营经济创业提供支持ꎮ 然而这些创业型

城市在减税改革的影响下ꎬ民营经济创业潜力已被充分挖掘ꎬ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政策空

间ꎬ难以支持民营企业进一步增长ꎬ“营改增”的税收激励效应就可能受到影响ꎮ 本文将样本

分为是否为创业型城市试点进行分组回归ꎬ结果如表 ７ 所示ꎮ 第(３)、(４)列的结果表明ꎬ
“营改增”政策产生的税收激励在创业型试点城市的结果不显著ꎬ而在非创业型试点城市的

结果更为明显ꎮ

　 　 表 ７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服务业占比低的城市服务业占比高的城市 创业型试点城市 非创业型试点城市

ｒｅｆｏｒｍ ０.２００ ０.１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１７７∗∗

(１.５５) (２.７５) (０.０７) (２.４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１２７ １１２３ ６０５ １６４５
Ｒ２ ０.０７７ ０.１１０ ０.０８９ ０.１０４

(七)拓展分析

１.受改革影响程度的调节

营业税是改革前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ꎬ改革试点一方面减轻了企业的税负ꎬ另一方

面减少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ꎬ从而增大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ꎮ 当城市营业税收入规模越

大时ꎬ受“营改增”政策的影响也会越大ꎬ出于增加财政收入的动机ꎬ地方政府可能会通过鼓

励民营经济创业培养税源的方式缓解减收压力ꎮ 为此ꎬ本文借鉴张莉等(２０２２)ꎬ在基准回归

模型的基础上ꎬ加入受“营改增”政策影响程度的交互项ꎬ交互项系数如果显著为正ꎬ说明

“营改增”政策确实通过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创业行为ꎮ 本文以营业税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来衡量受“营改增”政策的影响程度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由于“营改增”政
策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营业税税额ꎬ为了避免内生性ꎬ本文只利用“营改增”政策实施前的数

据ꎬ即以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各城市营业税占 ＧＤＰ 比重的均值作为受影响程度的度量指标ꎬ回归结

果见表 ８ꎮ 第(１)列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改革前营业税越重要的城市ꎬ受到“营改增”
政策的影响越大ꎬ迫于财政压力ꎬ改革后地方政府有更强的意愿支持民营经济创业增长ꎮ

２.税收依赖和财政自主权的调节

企业税收构成财政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尤其是重点税源企业更是各级政府财政收入

的重要来源(席鹏辉、栾瑨ꎬ２０２４)ꎬ“营改增”政策在减轻企业税负的同时ꎬ也给地方税收体

系和财政收入带来明显的冲击ꎬ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卢洪友等ꎬ２０１６)ꎮ 如果地方财政

中企业税收占比越大ꎬ说明地方财政对企业税收的依赖程度越深ꎮ 在“营改增”带来财政压

５１



余泳泽　 陈　 建:税收激励与民营经济创业

力的背景下ꎬ越是依赖企业税收的地方政府越有可能积极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发展ꎬ以扩大税

源缓解减收压力ꎬ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放大“营改增”的民营经济创业效应ꎮ 为此ꎬ本文以企

业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来衡量企业税收占比

(ｅｎｔｔａｘ)ꎬ分析企业税收依赖对政策效应的调节ꎮ 进一步ꎬ本文以财政收支占比考虑地方政

府财政自主权( ｆｄ)对政策效应的调节ꎮ 财政自主权越高的地方政府越能够灵活调整财政支

出结构ꎬ有更大的财政补贴空间吸引要素资源(余泳泽等ꎬ２０２０ｂ)ꎬ更有利于民营经济创业活

动的开展ꎮ 本文预期“营改增”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越高ꎬ财政自主权越高的地方政府更能

放大税收激励的民营经济创业效应ꎮ 同样为了避免反向因果ꎬ本文仍然以上述两个变量在

改革前ꎬ即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的均值作为度量进行回归ꎬ回归结果见表 ８ꎮ 第(２)、(３)列的交互

项显著为正ꎬ说明“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前ꎬ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企业税收依赖度越高ꎬ财政

自主权越强ꎬ地方政府便会有更强的意愿和能力鼓励民营企业创业ꎮ
３.政府创业配套政策的调节

在受“营改增”政策影响较大、对企业税收更为依赖以及财政自主权较高的地区ꎬ地方政

府受到减税导致财政收入减少的影响越大ꎬ从而形成相应的财政压力ꎮ 在此背景下ꎬ发挥好

财政减收在降低流转税税负、全面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作用ꎬ以充实税基、扩大税源是提振

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张新、安体富ꎬ２０１３)ꎮ 在“营改增”政策影响下ꎬ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减

税效应ꎬ激发经济内生活力和创新动力ꎬ尤其是吸引更多民营企业参与其中ꎮ 基于以上压力

和出发点ꎬ有为政府势必发挥主观能动性ꎬ出台相应创业配套政策鼓励民营经济创业ꎮ 当政

府更加主动适应改革ꎬ出台的配套政策更加丰富时ꎬ民营经济的创业增长率应该更高ꎮ 为考

察地方政府积极适应变化ꎬ鼓励创业扩税源的过程ꎬ本文借鉴白俊红等(２０２２)的做法ꎬ搜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各城市发布的创业政策数量(ｐｏｌｉｃｙ)ꎬ在具体年份内统计创业政策法规数量ꎬ
将其与“营改增”交互加入基准模型中ꎮ 表 ８ 第(４)列显示ꎬ在“营改增”政策为市场主体减

轻税负ꎬ促进创业的背景下ꎬ政府出台配套政策法规ꎬ通过营造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等

方式鼓励城市创业活动ꎬ相应的政策对于放大税收激励带来的创业效应起到了积极的调节

作用ꎬ政府支持创业的政策有效促进了税收激励民营经济创业增长ꎮ

　 　 表 ８ 　 　 拓展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ｒｅｆｏｒｍ ０.１０５ ０.０９４ ０.０４０ ０.１２１∗∗

(１.６２) (１.４４) (０.５２) (２.１５)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２.０９７∗∗∗

(２.８１)

ｒｅｆｏｒｍ×ｅｎｔｔａｘ ０.０８８∗∗

(２.４３)

ｒｅｆｏｒｍ×ｆｄ ０.２２２∗∗∗

(２.７４)

ｒｅｆｏｒｍ×ｐｏｌｉｃｙ ０.０１８∗

(１.６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 ２４６ ２ ２４６ ２ ２４６ ２ ２５０
Ｒ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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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发展民营企业ꎬ壮大民营经济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

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文借助财税体制改革中的“营改增”试点政策

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ꎬ利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工商注册数据评估了基于中国财税体制下“营
改增”结构性减税政策对民营经济创业的影响ꎮ 研究发现ꎬ考察期内“营改增”试点政策显

著促进了推行试点政策城市的民营经济创业增长ꎬ并且这一结论得到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的支持ꎮ 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ꎬ改革主要通过减税的税收激励促进民营经济创业增长ꎮ 异

质性分析结果显示ꎬ “营改增”政策在服务业占比高的城市和非创业型试点城市产生的税收

激励对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的影响更强ꎮ 拓展分析发现ꎬ对于改革前营业税占比越高、对企业

税收收入越依赖、财政自主权越高和政府出台创业措施的地区ꎬ改革后的税收激励效应越

强ꎬ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越高ꎮ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ꎬ实施精准有效的减税政策ꎬ发挥好税收激励带来的民营经济创业增长效应ꎮ 优化

调整现行的普惠性减税降费结构ꎬ降低民营企业的超额税费负担ꎬ增强民营主体的创业获得

感和安全感ꎬ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ꎻ同时结合地方财政负担和民营经济发展状况ꎬ利用结

构性减税政策引导民营企业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ꎬ塑造核心竞争

力ꎬ为民营经济有序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ꎮ
第二ꎬ政府对企业征税应当以低税负、扩税源为指导ꎮ 在缺乏活力的市场积极降低企业

税负ꎬ增强民营企业发展信心ꎬ激发民营经济创业热情ꎬ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ꎬ从而“做大

蛋糕”ꎬ扩充税源ꎬ促进财政增收ꎮ 具体地ꎬ地方政府要积极转换思维ꎬ转变政府职能ꎬ配合宏

观减税环境出台更多鼓励创业政策ꎬ发挥好减税降费和鼓励创业政策之间的协同性ꎮ 在面

临较大财政压力时ꎬ地方政府应该通过努力营造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宽松和谐的创业环

境、富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和公正严明的法治环境ꎬ吸引市场主体投资兴业ꎬ促进民营企业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ꎮ
第三ꎬ在推进减税政策的过程中ꎬ要注意结构性减税的倾向性ꎬ考虑产业布局和地方财

政方面的差异ꎮ 一是为激活民营企业内生活力ꎬ应该注重民营企业的产业分布ꎬ更多地将减

税政策向产业下游倾斜ꎮ 相关结构性减税应该更加精准有效地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ꎬ
以税收优惠政策将民营企业布局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体经济的方向上引导ꎮ 二是要切实

考虑各地受政策影响的程度ꎬ利用好各地差异化的财政能力实现政策成果的最大化ꎮ 税收

优惠政策不仅影响市场主体ꎬ同样影响政府收支ꎬ地方政府要积极作为ꎬ引导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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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ａｘ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ＶＡ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ａｓ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ｉｍｐａｃｔꎬ ｗｈｅｒ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ａｘｅｓꎬ ｗｈｅｒ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ｆｉｓｃ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ꎬ ａｎｄ ｗｈ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ｕｌｌ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ａｘ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ａｘ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ꎬ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ＶＡＴ Ｒｅｆｏｒｍꎬ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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